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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部门的组织声誉管理不仅是公共管理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也
是数字时代公共部门必须关注的重大实践问题。论文围绕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的
概念、内涵、测量、影响因素以及对组织行为和产出的影响等议题，对国内外
学术界１９９８—２０２１年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性梳理。研究发现：（１）公共部门
组织声誉理论研究，总体处于起步后的快速发展阶段。（２）既有研究以规范研
究和案例研究为主，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较少，组织声誉的测量方法亟待改进。
（３）当前研究集中在组织独特性和声誉威胁性对声誉建构的影响，以及组织声
誉对绩效产出、组织间合作和机构自主性的促进作用等传统议题，对于组织声
誉对机构改革、战略沟通、受众满意度的影响等新兴议题关注不够。（４）国际
前沿热点文章主要基于西方情境，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基于
此，论文提出未来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理论的研究展望，具体可围绕以下三个方
面展开：一是利用大数据优化改进测量方法，并加强“建构声誉”和“感知声
誉”的融合；二是在关注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等传统研究
的基础上，更积极地将组织声誉与其他重要的公共管理理论进行链接和对话；
三是将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理论与中国情境紧密结合，讲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各部委、地方政府及部门的声誉管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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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学术界的前沿研究热点
近年来，组织声誉理论作为观察和理解组织行为的新视角，正成为公共管

理领域的前沿研究热点，被广泛用于分析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舆论和危机事件
的应对、组织合法性的维护等问题（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８；Ｍａｏｒ，２０２０）。
尽管我国早在《史记》中就有对“声誉”一词的记载（丁威，２０１９），但现代
学术意义上的“组织声誉”，主要源于西方学术界对企业声誉和市场组织声誉的
关注和研究。论文通过对组织声誉理论的溯源，发现其具有深厚的社会学和政
治学基础。社会学家Ｇｏｆｆｍａｎ （１９５９）在其经典著作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 ｉ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中强调了社会生活中人的日常呈现的重要性。此后，日常呈现、印
象管理、形象管理等概念得到管理学特别是企业管理领域的关注。

在公共管理领域，虽然Ｓｉｍｏｎ （１９５０）和Ｗｉｌｓｏｎ （１９８９）等学者在其早期
公共行政著作中对组织声誉已有讨论，但并未将其理论化（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 Ｋｒａｕｓｅ，
２０１２）。直到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为案例，开创
性地讨论了组织声誉与权力、监管等因素的关系，提出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的概
念体系，奠定了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理论的基础（Ｂｕｓｔｏｓ，２０２１）。从此，组织声
誉研究逐渐被公共管理学者重视，从声誉视角解释公共部门的组织行为逐渐流
行起来。此后，在Ｍａｏｒ和Ｂｕｓｕｉｏｃ等学者（Ｍａｏ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Ｂｕｓｕｉｏｃ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６；Ｂｕｓｕｉｏｃ ＆ Ｒｉｍｋｕｔ·ｅ，２０２０）的共同推动下，组织声誉理论正逐
渐成为当前国际公共管理领域的前沿热点。在我国，尽管学术界较早就开始关
注组织声誉研究，但比较零散，且主要集中于企业研究领域，并未形成系统化
的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理论体系。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学术界对公共部门组织
声誉理论的发展进行系统性梳理，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数字时代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已步入网络化和数字

化时代，数字社会、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的新形态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其泛在性、渗透性等特征也改变了公众的生活、工作和
思维方式（Ｓｕ ＆ Ｍｅｎｇ，２０１６）。公众能够快捷地获取各种信息，并利用社交媒
体进行评论和传播，从而激发出民意表达和监督的强烈愿望，让“沉默的大多
数”有了表达话语的可能（尹文嘉等，２０１５）；而这也使信息更快扩散、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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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Ｋ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在此情况下，政府的“一言一行”都被置于互联网
的“放大镜”下（尹文嘉等，２０１５），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感知和综合评价，
轻则影响政府的形象、权威性和公信力，重则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朱铁志，２０１４）。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对舆情和危机应对的关注
较多，但对政府的日常呈现和声誉建构却关注较少。因此，在数字时代下，地
方政府如何建构并维护良好的组织声誉，是公共管理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与传统环境相比，数字时代下公共部门组织声誉及其研究具有鲜明特征，
其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声誉构建的复杂性。组织声誉受到众多因素
的交互影响，并且需要在长期的积累中逐步建立；但在网络环境下，公众诉求
日益多元，且表达渠道日益通畅，政府如何回应并满足公众的差异化需求变得
更加复杂。二是良好声誉的易碎性。由于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和放大效应，公共
部门长期构建起的良好声誉，可能会因为一次工作疏忽、一句不合适的言论，
或一个不恰当的行为使得声誉大受影响，甚至毁于一旦。三是政府与公众的互
动性。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公众获取信息更加便捷，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
更加频繁，拉进了政府和公众的距离，重塑了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如何在频繁
的互动交流中建立良好声誉成为重要议题。四是声誉测量的准确性。在传统的
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方法中，受制于方法本身的局限性，样本量往往不可能
很大，代表性大打折扣，而数字时代下基于海量大数据的测量成为可能。

（三）数据来源与文献检索方法
论文采用ＰＲＩＳＭＡ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标准（Ｍｏ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进行文献检索（如图１所示），检索的时
间范围为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第一步，分别在中国知网和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以“声誉”和“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得到２０９８篇中文
文献和１０８８５篇英文文献。第二步，考虑到部分文章的内容与组织声誉密切相
关，但标题中并未包含该关键词，因此重点对中英文公共管理、政治学和社会
学领域的核心期刊进行梳理，并补充相关文献。第三步，根据文章摘要，对上
述文献进行筛查，剔除与公共部门无关或关联较弱的文献。通过文献梳理发现，
绝大多数文献都是围绕企业、市场和产品等声誉的研究，聚焦公共部门组织声
誉的研究较少。经过系统性梳理和筛选，最终得到３０９篇英文文献和６８篇中文
文献，合计３７７篇。最后，对这些文献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得出
论文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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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ＰＲＩＳＭＡ的记录选择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时间维度来看，从２０世纪末开始，就有相关研究对公共部门组织声誉进
行探讨，但文献数量一直较少。而自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０）于２０１０年发表其经典著
作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后，国际公共管理期刊关于组织声誉理论的研究就快速
增长起来，特别是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ＰＡＲＴ）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等公管顶刊，对组织声誉理论研究持续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

从研究者情况来看，Ｄａｎｉｅｌ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作为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理论的奠基人，
他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著作和论文，并被其他学者广泛引用。根据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检索结果，在公共行政领域的组织声誉相关研究中，被引最高的是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０）的经典著作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被引次数达６００余次；在相关论文中，
被引最高的是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和Ｋｒａｕｓｅ （２０１２）发表于ＰＡＲ上的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被引次数达到２３０ 余次。此外，Ｍａｏ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Ｇｏｒｎｉｔｚｋａ，２０１７；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８）、Ｂｕｓｕｉｏｃ
和Ｌｏｄｇｅ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等学者也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并被广泛引用，对组织
声誉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应用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研究方法来看，中英文文献呈现了较强的差异性。英文文献以实证研究
为主，共计２３８篇，占比达７３ ８％；而中文文献则以描述性分析为主，量化实
证研究较少，仅占中文文献的１０ ３％。从研究国家来看，英文文献中以美国、
挪威、以色列、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为主，其中美国占２６ ５％，欧盟
占１１ ３％。从研究层级来看，中文文献中仅少量有明确的层级；英文文献中则
以中央政府部门为主，占比达５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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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谱系与概念内涵

（一）研究脉络与理论视角
组织声誉理论在企业管理领域较早得到关注，但在公共管理领域却起步较

晚，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指导框架（姜晓晖，２０１９）。通过梳理后发现，公共部
门组织声誉理论研究主要沿以下谱系开展，具体分为四个脉络：一是组织声誉
的概念化和理论化等基础性研究，二是挖掘声誉建构策略的影响因素，三是探
究组织声誉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四是组织声誉的量化测量。

Ｗｒａａｓ和Ｍａｏｒ （２０１５）提出了理解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的两个理论视角：一
是政治学视角，将组织声誉作为政治资产，侧重于行政机构以及在政治行政系
统中的地位，试图展示声誉考量如何影响组织的战略行动。二是组织学视角，
认为声誉对组织的绩效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公共部门视为寻求良好声誉的
组织，强调组织的地位和声誉的构建。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和Ｌｏｄｇｅ （２０１８）从社会建构
主义、制度主义和政治学的视角对组织声誉进行了区分：社会建构主义和制度
主义强调公共部门对声誉的有限控制，认为声誉是在部门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学视角则强调公共部门有能力打造良好的声誉，并将其作
为权力的来源和政治资产。Ｂｕｓｔｏｓ （２０２１）进行文献共引网络分析后发现，既有
研究总体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政治学方法，主要是基于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０）的
研究，认为声誉会影响组织的政治方面，如自治性、合法性和权力等（Ｍｏｆｆｉｔｔ，
２０１０）；第二组是组织学方法，认为良好的声誉有助于改善沟通和激励员工
（Ｖａｌａｓｅｋ，２０１８）。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例如，委托－代理理论
认为，声誉有助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在监督成本与收益之间取得平衡（Ｂｕｓｕｉｏｃ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７）；信号理论认为，声誉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演变和累加的过程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是基于利益相关者收到的一系列信号来发展的
（Ｗｉｌｌｅｍ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动机推理理论认为，先验信念会影响受众对组织行为
做出判断（Ｋｕｎｄａ，１９９０），解释了受众如何基于组织行为对组织声誉做出
评价。

（二）核心概念与内涵辨析
组织声誉是一个多维概念，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中有着不同的

定义（Ｆｏｍｂｒｕ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公共部门组织声誉也有多种定义，被学术界广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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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并引用的是将声誉研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０：４５）做出的
定义，即“多元受众对公共机构的能力、角色及义务所秉持的看法和评价”。

“声誉”和“形象”“信任”“公信力”等概念的语义比较相近，容易产生
混淆（Ｗａｌｋｅｒ ＆ Ｋｅｎｔ，２０１０），但它们是不同的概念（Ｃｈｕｎ，２００５）。首先，
“形象”主要涉及对组织当前的印象（Ｃｈｕｎ，２００５；Ｆｉｌｌｉｓ，２００３），而“声誉”
则更持久。其次，受众群体不同，“形象”主要关注外部群体，“声誉”同时关
注内外部群体（Ｂｕｓｔｏｓ，２０２１）。最后，用途也不同，“形象”可能有利于即时
和短期决策，而“声誉”更有利于长期决策（Ｂｅｎｎｅｔｔ ＆ Ｇａｂｒｉｅｌ，２００３）。当然，
尽管两者不同，但彼此是紧密相关的，形象可能影响声誉（Ｇｒａｙ ＆ Ｂａｌｍｅｒ，
１９９８），良好的形象可能在较长时间内转化为声誉（Ｆｏｍｂｒｕｎ ＆ Ｖａｎ Ｒｉｅｌ，
１９９７）。“公信力”的重心在于“信”，落脚点在于“力”，主要是指政府诚信、
政府信用、政府信任等要素对公众实际的作用大小与方向（孟庆国等，２０２１）。
总体来看，这些概念之间有紧密的关联，但又有所差异。

公共部门的组织声誉具有多维属性，因为公共部门代表着多方面的公共利
益（如能力、道德、公平等），并且各方面都很重要（Ｏｖ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０）提出了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的四个维度，分别是绩效性声誉、
道德性声誉、程序性声誉和技术性声誉。其中，绩效性声誉反映了组织的工作
成效，代表着组织通过有效行动完成目标、使命和责任的情况（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１）；道德性声誉反映了组织是否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涉及受众认可的组织价
值观和道德操守（Ｌｅｅ ＆ 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２０１９）；程序性声誉反映了组织是否遵循适
当的程序、标准和法律要求（Ｂｕｓｕｉｏｃ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６）；技术性声誉反映了组织
在事务处理过程中展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Ｂｕｓｕｉｏｃ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７）。

在理想情况下，组织声誉管理的最高追求是在上述四种维度都能够表现出
色，能够同时响应多元受众的不同期望（Ｍａ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然而，由于不同
组织的目标、服务群体、能力和资源各不相同，很难同时满足四个维度的要求
（Ｂｏ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因此，组织必须识别、处理并优先考虑不同受众的多重期
望，并选择其中某一个维度来应对特定的受众或需求（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 Ｋｒａｕｓｅ，
２０１２；Ｍａｏｒ，２０２０）。Ｍａｏｒ （２０１５）将公共组织选择声誉维度的过程称为“优
先化”，在此过程中，不同组织会考虑声誉的不同维度而采取差异化的行动。

（三）组织声誉的重要价值
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组织声誉具有重要的价值。良好的声誉代表了一种战

略竞争优势，可以作为预防危机的有效手段，帮助公共部门更好地与公众互动，
提升其应对外部危机的能力，构建一个抵御外部攻击的“保护盾” （Ｈ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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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Ｗｒａａｓ和Ｂｙｒｋｊｅｆｌｏｔ （２０１２）研究发现，声誉管理能够改善公众对政府
的印象，化解民众抗议、游行等引发的危机，对于政府获得公众的支持尤为重
要。良好的声誉与组织合法性密切相关（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９；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 Ｋｒａｕｓｅ，
２０１２），它可以增加组织的影响力（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Ｃｒｏｔｔｙ ＆ 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１２）。总之，在
受众面前建立并维护良好的声誉，是公共组织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０）。因此，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组织资产”，公共组织试图培养良好的声誉
（Ｂｕｓｕｉｏｃ ＆ Ｒｉｍｋｕｔ·ｅ，２０２０；Ｂｕｓｕｉｏｃ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６），并策略性地应对可能损害
其声誉的威胁（Ｒｉｍｋｕｔｅ，２０１８）。

（四）在各领域的研究应用
当前，组织声誉已经成为研究公共部门的一个重要视角，已广泛应用于美

国、法国和以色列等国家（Ｇｉｌａ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Ｍａｏｒ，２０１１），并在不同领域和
具体问题中得到分析。声誉管理总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监管领域中的声誉管
理，如药物管理（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４）、法律强制执行期限（Ｍａｏｒ ＆ Ｓｕｌｉｔｚｅａｎｕ
Ｋｅｎａｎ，２０１３）、执法实践（Ｅｔｉｅｎｎｅ，２０１５）、边境管理（Ｂｕｓｕｉｏｃ，２０１６）和行
政问责（Ｂｕｓｕｉｏｃ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等。二是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声誉管理，
如医疗（Ｓａｔａｅｎ ＆ Ｗｒａａｓ，２０１５）、高等教育（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Ｇｏｒｎｉｔｚｋａ，２０１７；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和社会保障（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８）等。

在我国，学术界较早就关注到声誉的重要价值，不过早期主要在个人、产
品、企业或地区等领域，且研究比较零散，与上述声誉在概念和内涵方面差异
较大。王新新（１９９８）较早开始关注西方声誉理论，介绍了声誉理论的主要内
容，并进行了评价。此后，围绕企业声誉管理的研究日益增多（如刘兵、罗宜
美，２０００；白永秀、徐鸿，２００１）。余津津（２００３）较早全面梳理和总结了国
外的声誉理论研究。王红斌（２００４）将声誉与官员激励结合起来，认为声誉制
度是解决政府官员道德风险问题的有效制度安排。罗静和曾菊新（２００４）将声
誉与地方政府结合起来，认为地方声誉是一种地方性公共产品，以地方声誉建
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有效的发展战略。近年来，声誉理论开始在大学（王连
森、陈国军，２００６）、政府信任（徐贵宏，２００９）、官员激励（韩俞、陆舞鹄，
２００５）和政府行为（洪开荣、薛德晓，２０１５）等诸多领域得到关注和研究，并围
绕其研究进展和影响因素等展开探讨（丁威，２０１９；陈思丞、张征宇，２０２３）。

三、对组织声誉的量化测量

既有研究主要通过案例研究、历史研究、档案数据、访谈数据和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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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析等方法，对组织声誉进行描述和分析（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２；Ｍａｏｒ，
２０１６）。这些方法是重要且有意义的，但总体来看，对声誉的量化测量还比较匮
乏（Ｏｖ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既有的量化测量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问卷调
研法，即通过向受众发放问卷，了解受众对组织声誉的评价（如Ｃａｐｅｌｏ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Ｌｅｅ ＆ 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２０１９；Ｏｖ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二是作者打分法，即研
究者基于部门网站等渠道对不同声誉符号的利用情况进行打分（如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Ｇｏｒｎｉｔｚｋａ，２０１７；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三是文本分析法，即对公共部门公
开发布的年度报告、规划计划、公开声明等文本信息进行分析，挖掘公共部门
的关注重点，从而量化其声誉建构策略（如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Ｒｉｍｋｕｔｅ，
２０２０；Ｍüｌｌｅｒ ＆ Ｂｒａｕｎ，２０２１）。其中，第一种方法主要反映了声誉的高低（公
众感知视角），后两种则体现了建构声誉的策略（部门建构视角）。

（一）问卷调查法
该方法主要采取设计问卷，然后向潜在利益相关方发放问卷的方式，对组

织声誉进行测量。Ｌｅｅ和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 （２０１９）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美国国家
航天航空局和美国国税局为研究对象，设计了问卷库，向在线研究小组的成员
发送问卷；然后基于反馈数据，构建了组织声誉量表。Ｃａｐｅｌｏｓ等（２０１６）也使
用了问卷的方法，探究公共部门的组织声誉如何影响塞浦路斯公民的用水行为。
Ｏｖｅｒｍａｎ等（２０２０）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为研究对象，面向利益相关方进行了
两轮问卷调查，构建、测试并交叉验证了多维声誉晴雨表，使其能够以不同的
方式、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群体之间测量组织声誉。

（二）作者打分法
公共部门的网站正在成为研究声誉建构策略的关键数据来源（Ｃｈａｐｌｅ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和Ｇｏｒｎｉｔｚｋａ （２０１７）以高校为研究对象，从绩效性声
誉、道德性声誉和技术性声誉三个维度，对这些高校声誉符号的使用情况进行
测量。具体而言，从网站首页开始，对各高校不同声誉符号的使用情况进行打
分，将结果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和Ｌｏｄｇｅ （２０１８）从跨国和跨
部门的角度，以德国等５个欧洲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类似方法探讨公共组织
如何通过管理其活动来建构声誉。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等（２０２０）使用了同样的方法，
对１７６所中国高校在其网站上使用不同声誉符号的情况进行了打分，并与北欧
和美国的高校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中国的高校使用技术性和绩效性声誉符
号更多，而北欧和美国的高校使用技术性和道德性声誉符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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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公共部门发布的年度报告、规划计划、公开声明

等文本进行分析，挖掘其关注重点，从而对声誉建构行为进行测量。这些文本
内容是塑造组织声誉的关键工具（Ｙｅｕｎｇ，２００９；Ｔｏｍｉｃ，２０１８），是比较理想的
测量数据源（Ｂｕｓｕｉｏｃ ＆ Ｒｉｍｋｕｔｅ，２０２０）。例如，工作动态信息通过具体事件和
细节反映了公共部门运行的过程及决策的结果。Ｂｕｓｕｉｏｃ和Ｒｉｍｋｕｔｅ （２０２０）以
欧盟机构为研究对象，梳理了表征每个维度的直接关键词和衍生关键词，提出
了不同声誉维度的关键词表，得到了２０家欧盟机构在建构声誉中的维度优先
级。Ｒｉｍｋｕｔｅ （２０２０）利用该方法进一步对文本的分析范围进行了扩展，文本来
源不只限于部门的年度报告，还扩展到了部门的官方网站和规划文件等信息。

在对文本处理的方法上，除了传统的统计方法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文
本分析工具、机器学习等方法实现文本自动化分析（Ｇｒｉｍｍｅｒ ＆ Ｓｔｅｗａｒｔ，２０１３）。
Ａｎａｓｔａｓｏｐｏｕｌｏｓ和Ｗｈｉｔｆｏｒｄ （２０１９）描述了机器学习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应
用前景和方法，并以美国１３个联邦部门的推特数据为例，描述了如何利用有监
督的机器学习方法，对这１３个部门的声誉建构行为进行测量。Ｍｏｓｃｈｅｌｌａ和Ｐｉｎｔｏ
（２０１８）使用结构主题模型，对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的演说文本进行分析，识别美
联储对外沟通的侧重点，从而测量其声誉建构行为。Ｊｏｈｎｓｏｎ等（２０１８）在对全
球各地央行声誉管理行为的研究中，综合使用了关键词词典法和主题建模的方
法。Ｍüｌｌｅｒ和Ｂｒａｕｎ （２０２１）在对欧洲央行声誉管理开展的研究中，也综合利用
关键词词典法和主题概率建模两种方法，并进行结合，使用主题模型的输出结
果来辅助创建词典，进一步用于后续测量。Ｃｈｅｎ等（２０２２）基于《人民日报》
的报道数据，利用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对１９４９—２０１９年中国４４９个中央部委机
构的组织声誉进行了测量。

四、组织声誉建构的影响因素

尽管较多研究探索提出了声誉对于公共部门的作用和价值，但在涉及哪些
因素影响组织声誉建构行为、不同部门间的声誉差异如何产生等问题时，往往
知之甚少（Ｒｉｍｋｕｔｅ，２０２０）。通过梳理文献后发现，影响组织声誉建构行为的
因素主要可归纳为两大类，即组织独特性因素和声誉威胁性因素（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０）。

（一）组织独特性因素
不同组织的声誉管理策略可能因机构角色和能力等独特性因素而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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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组织声誉概念是紧密相关的（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１；Ｍａｏｒ ＆ ＳｕｌｉｔｚｅａｎｕＫｅｎａ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根据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０：４５）提出的定义，组织声誉是“多元受
众对公共机构的能力、角色及义务所秉持的看法和评价”，因此不同机构的能
力、角色和义务等因素将影响机构如何管理其声誉。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组织
独特性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 ． 机构类型和规模
公共部门的设立，通常是基于专业化原则，因此机构的类型往往对声誉建

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Ｒｉｍｋｕｔｅ （２０２０）对４５家欧盟机构的分析发现，监管型
机构比非监管型机构更多关注道德性、程序性和技术性声誉建设，经济相关职
能部门更侧重于程序声誉建设，社会相关职能部门则更关注技术性声誉建设。
关于高校声誉的研究发现，规模较大和级别较高的高校，会倾向于运用绩效性
声誉符号（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因为这类高校往往有更丰裕的资源
（Ｗｒａａｓ ＆ Ｂｙｒｋｊｅｆｌｏｔ，２０１２）。
２ ． 任务属性
公共部门的声誉管理与任务属性紧密相连，但公共部门通常执行着多项任

务（Ｒｏｌｌａｎｄ ＆ Ｒｏｎｅｓｓ，２０１０），这增加了声誉管理的复杂性。当部门执行更具强
制性和权威性的任务时，更有可能调整其声誉管理策略（Ｖｅｒｈｏｅｓ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一项对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公共部门的对比分析发现，部门的任务属性会
对声誉管理产生显著影响，部门的声誉管理策略会因为组织本身的任务属性而
不同（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８）。
３ ． 官员任期
在分配资源、向上级政府争取资源以及与其他部门进行协调等方面，官员任

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ＳａｌａｚａｒＭｏｒａｌｅｓ，２０２１）。在任期的不同阶段，主政官员
往往会采取不同的声誉建构策略，如选择性实施某些政策等。一项基于中国１００
个区县政府的实证研究发现，区县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在绩效和道德两个方面存
在异质性，而这取决于官员在任期的阶段。具体表现为，在任早期会更加强调道
德，而在任中后期则更加强调绩效（Ｐａｎ，２０１９）。另一项基于中国省级政府的实
证研究表明，在主政官员任期早期，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绩效性和道德性声誉建构，
而在任后期则更加重视程序性和技术性声誉建构（孟庆国等，２０２２）。
４ ． 受众异质性
公共组织在动态环境中运行，受众通常是多样化和异质性的，公共组织在

建构声誉时如何选定优先次序，并向不同的受众发出信号？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ｅｅｒ （２０２１）
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共组织将优先考虑以下受众的诉求：一是与组织的核心职
能或特征更相关的群体；二是更有影响力的受众，因为他们能以更大的动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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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损害组织声誉，从而影响组织的地位（Ｍａｏｒ，２０１６；Ｍａ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这
与Ｍｏｓｃｈｅｌｌａ和Ｐｉｎｔｏ （２０１８）基于美联储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即不同的受众会
对组织声誉建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５ ． 历史声誉等
实证研究表明，历史声誉在受众做出判断时非常重要，当历史声誉相对较

差时，声誉威胁的可能性会更大；而正面历史声誉越多，声誉威胁的可能性就
会越小，即所谓的“光环效应”（Ｓａｌｏｍｏ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当然，也有研究认
为，良好的历史声誉也蕴含着挑战；历史声誉越好，一旦发生负面事件，其声
誉会下降得更多，因为人们对其有着更高的期望值（ＬｕｏｍａＡｈｏ，２００７）。此外，
声誉建构还与组织的文化和预算等因素紧密相关（Ｌｅｅ ＆ 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２０１９）。

（二）声誉威胁性因素
公共组织的声誉管理策略并非一成不变，它不仅取决于组织的独特性，还

取决于声誉的威胁。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１０：８３２）曾提出“当试图解释监管者的行为
时，要看着听众，并注意威胁”，威胁越大，可能的危害越大（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２；Ｗｈｉｔｆｏｒｄ，２０１４），这会促进组织认真对待可能损害其声誉的各种威胁，
并尽最大努力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Ｍａｏｒ ＆ ＳｕｌｉｔｚｅａｎｕＫｅｎａｎ，２０１３）。

在面对抗议活动等声誉威胁时，公共部门可能面临来自上级政府和公众的
多重压力，因此，他们必须审慎地权衡上级政府和公众的偏好（Ｌｉｄｓｋｏｇ ＆
Ｅｌａｎｄｅｒ，１９９２），确定不同声誉维度的优先顺序（Ｂｕｓｕｉｏｃ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６）。Ｗｅｉ
等（２０２１）聚焦于中国核电站项目引起的公众抗议，发现地方政府在面临不同
压力时会采取差异化声誉管理策略。当自上而下的压力更高时，会倾向于绩效
性声誉，强力推进项目实施，以满足上级政府的任务要求；当自下而上的压力
较高时，则倾向于道德性声誉，对公众让步，以获得公众支持；当上下双重压
力都高时，则会侧重于程序性声誉，遵守规范程序，以应对来自双方的压力
（Ｌｅｅ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Ｈｅｕｒｌｉｎ，２０１６）。Ｒｉｍｋｕｔｅ （２０２０）针对４５家欧盟机构的
分析，也检验了声誉威胁与声誉策略之间的相关性，发现面临更高声誉威胁的
机构更有可能强调技术性声誉。

公共部门在面临外部指控时，往往会采用三种不同的应对策略：保持沉默、
否认问题、承认问题（Ｈｏｏ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这种选择与外部威胁对其声誉可能
产生的影响直接相关。当部门在其享有很高声誉的领域面临批评时，通常会保
持沉默，因为批评往往对其声誉的威胁很小。Ｍｏｓｃｈｅｌｌａ和Ｐｉｎｔｏ （２０１８）基于对
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发表的演说文本的分析发现，未来政策逆转的声誉成本将影
响其声誉策略，与已经享有盛誉的领域相比，美联储会更加关注能力薄弱的相

·７８１·

数字时代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理论研究：缘起、发展与展望◆



关问题，因为在政策逆转中将面临更高的声誉成本（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 Ｋｒａｕｓｅ，
２０１２）。

综合来看，公共部门在面对不同声誉威胁时采取的差异化策略，背后还是
基于对声誉威胁大小的判断。对组织声誉的威胁越高，部门面临政治干预的风
险越大，部门越有必要通过承认问题和承担责任来减轻这些风险（Ｇｉｌａ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而否认问题或在一定程度上否认，是一种冒险的策略，因为这会刺激关
于“谁应该负责”的辩论（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２０１２）。相比之下，保持沉默则更有可能
结束争论。Ｍａｏｒ等（２０１３）和Ｇｉｌａｄ等（２０１５）对以色列银行监管部门的研究
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过度监管相比，监管不足、媒体高度关注
对部门声誉的威胁更大，这也导致了部门的差异化应对策略。

五、组织声誉对组织行为和产出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组织声誉可能是监管过程中塑造监管者行为的关键因素，
声誉理论也正越来越多地用于解释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行为（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
Ｋｒａｕｓｅ，２０１２），特别是基于声誉威胁的担忧会影响他们的决策过程和行为方式
（Ｇｉｌａ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ｅｅｒ，２０２１）。既有研究围绕组织声誉对绩效产出、
组织间合作、组织独立性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索。

（一）声誉与绩效产出
公共部门的声誉对组织的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因为声誉是一种重要的组织

资源（Ｌｅｅ ＆ Ｗｈｉｔｆｏｒｄ，２０１３）。部门产出是一项绩效性指标，指部门提供的产
品或服务的单位数量，其产出增加可归功于部门工作（Ｄｕｎｌｅａｖｙ ＆ Ｃａｒｒｅｒａ，
２０１３）。Ｋｒａｕｓｅ和Ｄｏｕｇｌａｓ （２００５）研究发现，声誉效应为公共部门的模仿行为
提供了强大的激励；不同部门出于对声誉的重视和考量，往往通过一致的绩效
产出，以避免被贴上“低效”标签（Ｂｒｅｈｍ ＆ Ｇａｔｅｓ，１９９７）。例如，在美国年
度宏观经济和财政预测中，不同部门做出的预测往往高度一致（Ｋｒａｕｓｅ ＆
Ｄｏｕｇｌａｓ，２００５）。Ｍａｏｒ和ＳｕｌｉｔｚｅａｎｕＫｅｎａｎ （２０１６）基于澳大利亚政府的实证研
究发现，公共部门对声誉损失的反应，会影响部门的绩效产出情况。

（二）声誉与组织间合作
当前，越来越多的公共问题需要跨越地理边界和法规管辖范围来展开组织

间合作。但公共部门间的合作并不容易，强制合作规则并不能保证各部门遵守
合作法令，不同组织间不愿合作甚至全面爆发“管辖权争夺战”的例子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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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９）。从保护管辖权的角度来看，合作可能有风险，因为合作可
能会不经意间带来新的对手，增加竞争风险，从而扰乱自己的管辖权，这将危
害组织的独特性地位。这有助于解释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为什么经常不愿合作
并高度捍卫自己的“地盘”。Ｂｕｓｕｉｏｃ （２０１６）认为，组织愿意参与合作，或出
于保护“地盘”而不愿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声誉的考量，如果认为合
作能给组织声誉带来好处，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意愿；相反，如果部
门认为合作会对其声誉带来影响，往往会处于保护“地盘”的考虑而不愿合作。

（三）声誉与组织独立性
独立性是公共部门的关键要素，其法律独立性往往决定了事实独立性

（Ｔｏｍｉｃ，２０１８）。其中，法律独立性是指部门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处理人事、财
务和行政事务的正式自主权（Ｂｕｓｕｉｏｃ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由法律明确赋予了它在组
织预算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和地位（Ｇｉｌａｒｄｉ，２００２）。事实独立性是指部门
的日常运作不受影响（Ｈａｎｒｅｔｔｙ ＆ Ｋｏｏｐ，２０１３）。研究表明，公共部门可能会通
过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提高自己在受众中的声誉，从而将其自治权扩展到法
定范围之外（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 Ｋｒａｕｓｅ，２０１２），这意味着机构的法律独立性不一定会
影响其事实上的独立性。Ｔｏｍｉｃ （２０１８）的分析发现，部分机构在法律独立性和
事实独立性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偏差，主要机制是差异化的声誉策略；即使是法
律独立性较低的机构，也可以通过灵活的声誉管理策略来保持其较高的事实独
立性。

六、实践启示与研究展望

（一）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良好的组织声誉对公共部门有着积极的影响和重

大的价值，这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重要启示。
第一，在数字时代，公共部门要重视组织声誉的建构和维护。随着数字时

代的到来，公共治理环境发生巨大变革（陈剑锋，２０１０），政府的“一言一行”
都被置于互联网的“放大镜”下（尹文嘉等，２０１５），传统的“管控”思维容
易将政府摆到民意的对立面（韩志明、韩阳，２０１４），这给政府带来较大的挑战
和压力（Ｇｕｏ ＆ Ｗｅｉ，２０１９），也考验着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应对水平（陈剑锋，
２０１０）。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和部门应充分意识到组织声誉的重要价值，转变
传统“管控”思维，树立数字化理念，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建构良好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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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充分理解组织声誉的内涵与特征，并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组织声
誉基于受众对于组织的主观感知和评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ｄａ Ｃａｍａｒａ，
２０１１），但其并不是虚无的，而是有着明确的内涵和规律。它由多个维度构成，
包括绩效性声誉、道德性声誉、程序性声誉和技术性声誉四个维度，分别体现
了组织的工作成效、道德关怀、程序规范和技术方法。各级政府及部门在建构
其组织声誉过程中，要充分理解其内涵，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

第三，结合不同的声誉建构场景，采取积极灵活和差异化的管理策略。组
织声誉是一种宝贵的资源（Ｂｕｓｕｉｏｃ ＆ Ｌｏｄｇｅ，２０１６），建构良好的声誉并不容
易；但由于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和放大效应，公共部门的声誉很容易毁于一旦，
须采取积极和灵活的管理策略来进行声誉管理，而不是被动和消极应对。例如，
积极主动与公众沟通，及时回应公众诉求，都是维护良好声誉的重要手段
（Ｇｉｌａ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Ｍａｏｒ，２０２０；Ｒｉｍｋｕｔ·ｅ，２０２０）。

（二）研究展望
总体来看，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理论当前处于起步后的快速发展阶段，尽管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但总体仍存在下列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当
前研究集中在组织独特性和声誉威胁性对声誉建构的影响，以及声誉对绩效产
出、组织间合作的促进作用等传统议题，对于组织声誉对机构改革、战略沟通
的影响等新兴领域关注不够。二是既有研究以规范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实证
研究样本量较小，基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较少，测量方法亟待改进。三是既有
研究主要基于西方情境，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和分析较少。未来研究可以围绕
以下四方面展开。

第一，结合中国情境，讲好公共部门的声誉管理故事。当前公共部门组织
声誉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法国和以色列等国家，理论的适应性和可推
广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中国与西方国家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差异。首先，
由于合法性来源不同，组织声誉的关注重点和策略可能有所差异。在西方情境
下，更关注的是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即通过声誉管理改善公众对组织的认识和
评价；而在中国，公共部门同时面临着自下而上的公众压力和自上而下的上级
压力，需要同时处理好与公众及上级政府的关系，声誉建构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自然不同。其次是媒体环境不同，西方媒体一方面作为重要信息来源，另一方
面还构建了一个非正式问责论坛，对公共部门进行监督并形成压力。在中国，
媒体具有“社会性”和“官方性”双重属性，前者体现公众诉求，后者反映官
方信号，与西方媒体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结合中国情
境开展深入研究，将其置于中国特定的制度设计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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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声誉管理故事。
第二，进一步探究组织声誉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加强与其他理论的链接和

对话。当前，组织声誉正成为研究公共组织的重要视角，成为观察和理解公共
部门行为和逻辑的关键。既有研究围绕组织独特性和声誉威胁性两个维度进行
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但组织声誉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会受到诸多影响因素的影
响，遗漏变量问题在所难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挖掘其他潜在影响因
素，不断提高实证结果的解释力和稳健性，完善和丰富组织声誉理论。并可结
合具体问题和研究场景，特别是可能对组织声誉带来负面影响的事件，结合政
府行为和逻辑，挖掘声誉管理背后的影响机制。加强组织声誉理论与其他理论
的链接和对话，如府际关系理论、政府回应性理论、机构改革理论、政治流动
和官员激励理论等。

第三，利用大数据优化改进测量方法，并探索“建构声誉”和“感知声誉”
之间的融合。由于组织声誉涉及受众的主观感知和评价，因此部门“建构声誉”
和公众“感知声誉”之间会存在一定差异。在既有研究中，对“建构声誉”和
“感知声誉”的测量均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利用大数据方
法，优化改进测量方法，并加强“建构声誉”和“感知声誉”声誉之间的融
合。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
公共管理变革带来巨大机遇。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的建立，正是基于部门的日常
运行而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海量的公开信息正是各部门日常运行的直接体现，
成为衡量其组织声誉建构的良好素材；机器学习等方法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使海量文本的处理和分析更加高效便捷。因此，基于海量文本、利用机器学习
等方法，对组织声誉进行更加精准的测量，可成为下一步探索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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